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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析黄河水源涵养区历史和未来的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LUCC)对于保护黄河流域水土资源和维系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研究区及其三大子区(Ⅰ黄河上游水源区、 Ⅱ渭河南山区、 Ⅲ伊洛河区), 基于

1990—2020 年的土地覆盖产品数据, 采用转移矩阵、 地理探测器、 CA-Markov 模型等方法, 分析 LUCC 特征、 探测

驱动因素和预测未来期(2025 年)空间格局。 结果表明: 自 2000s 以来, 研究区及分区地类呈现退耕还林还草和建

设用地快速增长的 2 条主线变化趋势, 其中, 全区 LUCC 主要受到粮食产量、 高程和人口密度驱动, Ⅰ区、 Ⅱ区和

Ⅲ区 LUCC 的主导驱动因素分别是高程、 人口密度和粮食产量。 未来生态保护情景相对于自然发展情景, 耕地和建

设用地扩张将受到约束, 能更好地保障生态用地面积以支撑水源涵养等生态服务功能。

关键词: 水源涵养; 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 地理探测器; CA-Markov 模型; 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 S152. 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91(2024)02-0325-13

收稿日期: 2023-09-07;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2-05
网络出版地址: https: / / link. cnki. net / urlid / 32. 1309. P. 20240204. 1421. 003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2021YFC32011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971035)
作者简介: 梁康(1986—), 男, 重庆人, 副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流域水文过程演变机理与水资源安全研究。

E-mail: liangk@ igsnrr. ac. cn

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LUCC)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原因和结果[1-2], 影响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和社会稳

定[3]。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诞生地, 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4]。 1999 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生态

工程, 引起了黄河流域土地利用格局的重大变化, 改善了生态环境[5-6], 减少了水土流失和山洪灾害的发

生[7]。 然而,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 黄河流域土地利用 /覆盖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

使得大量农田被建设用地占据, 导致农田面积减少[8], 可能影响黄河流域粮食安全。 与此同时, 全球变暖

和人类活动等因素使得黄河流域的土地利用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变化态势, 可能会对黄河流域重要生态服

务功能区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9]。 因此, 深入研究黄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发展模式、 了解历史和预

测未来的 LUCC, 对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粮食安全和生态服务功能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自 1995 年“LUCC 科学研究计划”实施以来[2,10], 国内外学者们对土地利用 /覆盖的时空演变规律、 驱动

因素分析和模拟预测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1,11-13]。 其中, 对历史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定量解析和未来变

化的预测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14]。 土地利用驱动因素分析从定性探究[15] 转为采用数理统计方法, 例如

主成分分析法、 相关分析法、 logistic 回归模型、 层次分析法、 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等[16-22]。 其中,
地理探测器被广泛应用于定量探析地理要素空间异质性驱动力, 具有适用性强、 理论基础可靠、 操作简便等

优点[14]。 土地利用变化的模拟预测主要采用模型方法, 经历了从数量到空间格局模拟、 从单一模型到耦合

模型模拟, 呈现出多模型、 多技术和智能化的发展态势[11,23], 涌现出元胞自动机-马尔可夫(CA-Markov)模
型、 小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及效应(CLUE-S)模型和未来土地利用情景模拟(FLUS)模型等[24-26]多种技术方法。
其中, CA-Markov 模型综合了 CA 模型和Markov 模型的优点[27-28], 可以对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和数量演变



326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35 卷　

进行预测, 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4]。 但其在建立 CA 模型运行规则时, 大多数研究基于 logistic 回归

方程来校正, 可以解决各种因素的非线性和复杂性[29], 但在空间分异性探测上略显不足, 而将地理探测器

的空间分异性探测优势与 CA-Markov 模型相结合, 有望提升土地利用模拟预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综合多种

方法优势以实现土地利用变化驱动要素定量解析和未来变化的模拟预测, 是当前及未来土地利用研究领域的

发展趋势[30]。
黄河水源涵养区是黄河流域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包括黄河源区、 秦岭、 祁连山、 六盘山和若尔盖

(“生态五区” [31])重点生态安全屏障, 因此, 研究该区 LUCC 是科学支撑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国家战略的基础。 以往研究对该区的界定主要集中于黄河源区和上游水源涵养区[32-33], 主要针对三江

源、 祁连山和若尔盖重点生态功能区, 而容易忽略六盘山和秦岭北麓所在的渭河南部山区支流流域及秦岭余

脉所至的伊洛河流域。 以往该区 LUCC 研究更多的是单独对黄河源区[32]、 渭河流域[34]、 伊洛河流域[35-36] 的

分散研究, 缺乏将渭河南部山区支流流域和伊洛河流域统一纳入黄河水源涵养区范围内开展系统完整的综合

研究。
本文以黄河水源涵养区作为研究区, 并依据黄河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分布情况和水利部划分的水资源

三级分区, 将其划分为三大子区和 10 个水资源三级分区, 重点对比分析全区、 三大子区及 10 个水资源分区

的 LUCC 特征, 定量探析 LUCC 的空间分异原因, 并结合空间分异原因预估未来的 LUCC 情势, 期望能为黄

河水源涵养区下垫面变化综合分析、 黄河流域的水源涵养能力综合评估、 水资源和生态安全系统保护等提供

参考。

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区概况

图 1　 黄河水源涵养区地理位置及 DEM
Fig. 1 Location and DEM of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本文界定的黄河水源涵养区位于 32°N—39°N、 96°E—114°E 之间, 具体包括自西向东地理位置相互连

接的三大区域, 即Ⅰ黄河上游水源区(兰州以上流域)、 Ⅱ渭河南山区(渭河华县以上流域, 不含泾河, 以下

简称为“渭河南山区”)和Ⅲ伊洛河区。 根据空间分异探析的研究需求, 参考水利部划分的全国水资源区划

(http: ∥ghjh. mwr. gov. cn / ), 进一步将三大区域划分为 10 个水资源分区(图 1 和表 1)。 黄河水源涵养区跨

青海、 四川、 甘肃、 宁夏、 陕西和河南 6 省, 东西长约 1 550 km, 南北宽约 710 km, 面积约 28. 7 万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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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黄河流域总面积的 38% , 贡献了黄河流域约 84%的河川年均径流量[31]。 研究区西北高, 东南低, 高程范

围为 92 ~ 6 174 m。 降水量和多年平均气温都呈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特征, 雨季集中在 6—9 月。

表 1　 黄河水源涵养区水资源分区概况

Table 1 Overview of water resources subzones in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水源涵养区 水资源分区编号 水资源分区名称 分区面积 / km2

Ⅰ黄河上游水源区

Ⅰ-1 河源—玛曲 83 502. 88

Ⅰ-2 玛曲—龙羊峡 44 151. 31

Ⅰ-3 龙羊峡—兰州 26 326. 81

Ⅰ-4 大夏河—洮河 32 860. 07

Ⅰ-5 湟水 16 330. 53

Ⅰ-6 大通河享堂以上 14 471. 81

Ⅱ渭河南山区

Ⅱ-1 渭河宝鸡峡以上 30 733. 28

Ⅱ-2 宝鸡峡—咸阳 15 750. 75

Ⅱ-3 咸阳—华县 4 610. 99

Ⅲ伊洛河区 Ⅲ 伊洛河流域 18 139. 45

1.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主要包括两大类数据: 土地利用数据与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数据。 本文选用的土地利用数

据(1990—2020 年, 共 31 期)来自武汉大学黄昕教授团队制作的中国 30 m 年度土地覆盖产品, 该数据基于

5 463 个目视解译样本, 总体精度达 80% [37]。 根据研究需要和参照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 /
T21010—2007》, 对黄河水源涵养区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重新划分为草地、 耕地、 林地、 未利用土地、 水

域和建设用地共 6 类。
基于研究区的实际情况以及驱动因子可获取性、 可量化性等原则, 本文选取涉及地形地貌(高程、 坡

度)和水热条件(降水、 气温)两方面的 4 个自然地理因子, 以及人口密度、 GDP、 粮食产量、 城镇化率 4 个

社会经济因子。 其中, 高程数据采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全球 30 m 分辨率 DEM 数据; 坡度

数据基于 DEM 数据得到; 将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 ∥www. resdc. cn / )获取的逐月气

温和降水数据处理为年均数据(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共 5 期); 人口密度数据集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来自 World Pop( https: ∥hub. worldpop. org / project / catego-
ries? id = 18); GDP 数据(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19 年)来自 Chen 等[38]修正的实际国内生

产总值数据; 县级粮食产量和城镇化率数据(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和 2020 年)来自中国经济

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https: ∥data. cnki. net / )。 上述所有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均处理为 1 km。

2　 研究方法

2. 1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方法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是分析 LUCC 的一种有效工具, 能够揭示特定时期区域各土地利用类型间的相互转

化, 包括数量的结构特征和转移方向[39]。
本文采用 Mann-Kendall 趋势检验法检测 1990—2020 年 LUCC 趋势显著性。 该方法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

法, 其优势在于对异常值不敏感, 计算原理简单易懂, 且无需检测序列符合某种概率分布[40]。 本文给定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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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水平 α = 0. 05, 通过统计量 Z 值( |Z | > 1. 96)进行显著性检验, 当 Z > 1. 96 时, 上升趋势显著, 当 Z <
- 1. 96 时, 下降趋势显著。

2. 2　 土地利用空间分异驱动力分析方法

空间分异性探测是地理探测器的核心特点之一, 是揭示内在驱动力的一种新兴统计学手段[41]。 因子探

测通过研究因变量 LUCC 的空间异质性, 定量探测各驱动因子对 LUCC 的解释力(q), q 越大, 则该因子对

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越大。 公式如下:

q = 1 -
∑

L

h = 1
Nh σ2

h

Nσ2 (1)

式中: q 的取值范围为 0 ~ 1; L 为影响因子类型数; Nh为类型量 h 的样本数, h = 1, 2, …, L; N 为全区的

样本数; σ2
h 为类型量 h 的离散方差; σ2 为研究区土地利用的方差。

2. 3　 土地利用变化预测模型

2. 3. 1　 模型构建

CA-Markov 模型是由 CA 模型和 Markov 模型耦合而成, 以适宜性图集和转移矩阵为规则, 模拟未来土地

利用类型变化。 适宜性图集是 CA 的关键核心部分, 主要用于模拟土地利用复杂的空间变化[27], 转移矩阵

作为 Markov 过程的初始转移概率, 用于模拟土地利用未来的数量变化。 本文在模型构建时, 分模型识别期

(基期为 2010 年, 模拟 2015 年土地利用)、 验证期(基期为 2015 年, 模拟 2020 年土地利用)和应用期(基期

为 2020 年, 模拟 2025 年土地利用)3 期进行。 以模型识别期为例, 构建黄河水源涵养区 LUCC 预测模型的

4 个主要步骤为:
(1) 生成土地利用适宜性图集。 研究区 2010 年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作为因变量, 选取 2010 年的自然地理

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作为自变量, 将地理探测器计算出的驱动力作为权重, 利用布尔交叉法生成 6 种土地利

用类型的适宜性图像, 进而打包成 2010 年土地利用适宜性图集。
(2) 计算参考期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采用 Markov 链计算 2005—2010 年识别期的土地利用面积转移

矩阵。
(3) 模拟预测土地利用结果。 利用 CA-Markov 模型, 通过设置 5 × 5 滤波器、 循环次数为 5 等参数, 基

于 2005—2010 年土地利用面积转移矩阵和 2010 年土地利用适宜性图集, 模拟得到 2015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

类型分布图。
(4) 检验模拟预测结果精度。 对模拟预测的 2015 年土地利用数据进行数量和空间模拟精度验证, 利用

Kappa 指数评价空间模拟精度, 利用相对误差评价数量模拟精度, 如精度测试通过, 则应用此耦合模型模拟

未来土地利用。

2. 3. 2　 模拟情景设置

模拟情景设置主要是根据流域发展的不同需求而设定, 本文设定自然发展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 2 种土地

利用未来发展情景, 并参照上述 LUCC 预测模型构建步骤, 预测研究区 2025 年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
(1) 自然发展情景。 不考虑任何人类活动和自然条件等限制性因素的影响, 黄河水源涵养区未来土地利

用的演变是由该区 2015—2020 年土地利用变化的发展规律决定, 即采用 2015—2020 年的转移概率和转移面

积作为未来土地利用类型的转换规则。
(2) 生态保护情景。 为保障研究区生态用地面积和减缓耕地面积的损失, 在 2015—2020 年面积转移矩

阵的基础上, 将林地、 草地和水域转换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设置为 0, 将耕地转化为除耕地以外的其

他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比例减少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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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 1　 土地利用演变特征

3. 1. 1　 土地利用结构及变化特征

黄河水源涵养区整体的土地利用时空分布特征见图 2(α 为斜率)和图 3。 研究区 1990—2020 年 3 个主要

地类的多年平均面积占比排序依次为草地、 耕地、 林地, 这 3 类面积之和占总面积的 96. 92% , 其次为未利

用土地、 水域和建设用地。 近 30 余年来, 研究区各地类面积的线性趋势表现不同, 其中, 林地、 建设用地

和未利用土地均呈现显著增加趋势(p < 0. 05), 耕地和草地呈现显著减小趋势, 水域为不显著减少趋势。 值

得注意的是, 草地、 耕地和水域的变化趋势都在 2002 年前后发生转变, 草地和水域趋势均由下降变为上升,
耕地则相反, 此外, 未利用土地面积的上升趋势在 2009 年之后增强。 黄河水源涵养区 1990—2020 年不同时

期土地利用类型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相似(图 3), 表现为草地广泛分布在整个研究区, 且更集中分布于西部

区域, 耕地和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中东部的低海拔地区, 林地主要分布在西部北侧、 中部南侧和东部西侧,
水域靠近黄河干支流, 未利用土地集中在西部高海拔区域。

图 2　 黄河水源涵养区 1990—2020 年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

Fig. 2 Area change of each land use type in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from 1990 to 2020

对于黄河水源涵养区分区尺度下的 LUCC 特征, 在三大子区之间和各子区内部不同水资源分区之间, 其

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和面积变化趋势等均存在明显差异(表 2 和图 3)。 首先, 对于Ⅰ区及内部 6 个水资源分区

而言, 草地是多年平均面积占比最大的地类, 同时Ⅰ区表现出草地面积缩减及建设用地迅速扩张, 特别是在

Ⅰ-4 区和Ⅰ-6 区, 建设用地增长尤为显著。 然后, 对于Ⅱ区而言, 耕地、 草地、 林地和建设用地具有地带

规律分布特征, 即草地和耕地面积自西向东减少, 而林地和建设用地自西向东增加。 Ⅱ区整体上呈现出耕地

急剧减少趋势, 尤其是在Ⅱ-2 区和Ⅱ-3 区; 建设用地在Ⅱ-1 区、 Ⅱ-2 区和Ⅱ-3 区都呈现出显著增长, 显示

出较为强烈的工业或城市发展导致的土地转变。 最后, 对于Ⅲ区而言, 耕地和林地是主要地类, 该区土地利

用变化趋势与Ⅱ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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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河水源涵养区 1990—2020 年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in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in different periods from 1990 to 2020

表 2　 黄河水源涵养区各水资源分区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例及变化趋势

Table 2 Proportion and trend of land use type area of each water resources subzone in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分区

草地 耕地 林地 未利用土地 水域 建设用地

面积占

比 / %
Z

面积占

比 / %
Z

面积占

比 / %
Z

面积占

比 / %
Z

面积占

比 / %
Z

面积占

比 / %
Z

Ⅰ区 86. 09 - 4. 11∗ 5. 16 - 1. 77 5. 85 6. 46∗ 1. 47 4. 66∗ 1. 37 - 0. 07 0. 06 6. 49∗

Ⅰ-1 区 96. 00 - 1. 52∗ 0. 02 - 4. 22 1. 20 7. 01∗ 0. 60 5. 00∗ 2. 50 - 2. 07∗∗ 0 0

Ⅰ-2 区 90. 67 - 2. 00∗∗ 0. 62 - 4. 15∗ 3. 76 - 3. 38∗ 3. 85 4. 52∗ 1. 10 4. 96∗ 0 0

Ⅰ-3 区 82. 29 0. 56 9. 31 - 3. 03∗ 6. 50 3. 30∗ 1. 17 - 0. 17 0. 59 6. 82 0. 15 4. 71

Ⅰ-4 区 69. 09 - 4. 49∗ 14. 25 1. 87 16. 26 5. 23∗ 0. 07 0. 51 0. 32 4. 59 0. 02 6. 39∗

Ⅰ-5 区 72. 70 0. 14 19. 73 - 1. 36 7. 07 5. 44∗ 0. 29 3. 79∗ 0. 09 2. 98∗ 0. 13 6. 19∗

Ⅰ-6 区 76. 37 - 3. 57∗ 4. 69 - 4. 86∗ 13. 96 2. 16∗ 4. 02 4. 62∗ 0. 92 2. 50∗ 0. 03 1. 14

Ⅱ区 22. 93 2. 48∗ 49. 96 - 5. 71∗∗ 24. 19 7. 89∗ 0 0 0. 17 2. 30∗ 2. 74 7. 85∗

Ⅱ-1 区 34. 30 2. 58∗ 51. 76 - 3. 67∗ 13. 46 7. 75∗ 0 0 0. 06 2. 43∗ 0. 41 7. 70

Ⅱ-2 区 6. 63 - 1. 84 48. 16 - 6. 83∗ 40. 38 7. 82∗ 0 0 0. 36 2. 28∗ 4. 47 7. 82∗

Ⅱ-3 区 1. 64 - 7. 29 45. 70 - 7. 89∗ 39. 90 7. 46 0 0 0 0 12. 76 7. 89

Ⅲ区 6. 38 - 6. 08∗ 46. 59 - 7. 14∗ 41. 44 6. 70∗ 0 0 0. 43 4. 83 5. 16 7. 89

注: ∗为置信水平小于 0. 01; ∗∗为置信水平小于 0. 05。

3. 1. 2　 土地利用转移特征

从黄河水源涵养区多期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结果可知(图 4), 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流转方向、 转移规模大

小存在差异, 并且因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 研究区在 2000 年前后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 具体而言,
2000 年前的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活跃(尤其是 1990—1995 年), 耕-林草转移表现为耕增-林草减, 耕-建转移则

表现为耕减-建增。 2000 年后退耕还林还草效果明显, 表现为其他地类转向草地和林地, 耕-林-草转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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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耕减-林草增, 但耕-建转移依旧表现为耕减-建增, 但不可忽视的是, 近 20 a, 草地向未利用土地转变逐

渐增强, 说明草地存在一定的退化趋势。 此外, 以耕地流入主导的建设用地快速增加的特征及发展趋势较

明显。
进一步以 2000 年为界, 通过 1990—2000 年和 2000—2020 年 2 期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对比, 在分区尺度

下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转移特征。 在 2000 年以后, 土地利用转移在三大分区普遍出现耕-草互转方向改变,
即从耕增-草减转变为耕减-草增。 在Ⅰ区, 该转变发生在Ⅰ-2 区、 Ⅰ-3 区、 Ⅰ-5 区和Ⅰ-6 区。 此外, 草地

流向未利用土地的面积均在 2000 年后增强, 尤其在Ⅰ-1 区和Ⅰ-2 区, 分别增加了 294 km2和 162 km2。 在Ⅱ
区, 该转变主要发生在Ⅱ-1 区和Ⅱ-2 区, 而Ⅱ-3 区则从耕减-草增转变为耕增-草减。 在Ⅲ区, 还呈现出耕

地转为建设用地规模增强的特征。 综上, 在分区尺度下, 三大子区和绝大多数水资源分区的土地转移方向跟

全区尺度转移方向基本一致, 但仍存在个别水资源分区(如Ⅱ-3 区)与主导转移方向不一致。 此外, 退耕还

草效果不够稳固有退化风险的区域主要在Ⅰ-1 区、 Ⅰ-2 区。

图 4　 黄河水源涵养区不同时期土地利用转移比例弦图

Fig. 4 Land use transfer ratio chord diagram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3. 2　 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的驱动力

利用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方法得到了全区土地利用类型与 8 个驱动因子之间的关系, 如图 5(a)所示。
自然地理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共同驱动研究区 LUCC, 且社会经济因子的多年平均解释力(0. 799)大于自然

地理因子的解释力(0. 521)。 研究区全区主要受到粮食产量、 高程和人口密度的影响, 多年平均解释力分别

为 0. 290、 0. 238 和 0. 234, 其中, 高程和人口密度的解释力均呈逐年下降趋势, 坡度和气温的解释力也呈下

降趋势, 其余驱动因子的变化无明显规律。
对 8 个驱动因子进行分区探测的结果如图 5 和表 3 所示, 各分区在主导驱动因子、 各因子解释力大小和

因子变化趋势等方面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具体而言, Ⅰ区主要受自然地理因子的影响(图 5(b)), 尤其

是高程和气温, 多年平均解释力分别为 0. 313、 0. 278。 在Ⅰ区的 6 个水资源分区中(表 3), 虽然自然地理因

子普遍占主导地位, 但主导驱动因子分区而异, Ⅰ-1 区、 Ⅰ-2 区、 Ⅰ-3 区、 Ⅰ-4 区、 Ⅰ-5 区和Ⅰ-6 区分别

受降水、 GDP、 粮食产量、 气温、 高程和气温的主导驱动; 而Ⅱ区和Ⅲ区的 LUCC 更多地受到社会经济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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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黄河水源涵养区全区及三大子区 LUCC 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Fig. 5 Detection results of LUCC drivers in three major subzones of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表 3　 黄河水源涵养区各水资源分区 LUCC 驱动因子多年平均 q 值
Table 3 Multi- year average q- values of LUCC drivers for each water resources subzone in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分区 高程 坡度 气温 降水 人口密度 GDP 城镇化率 粮食产量

Ⅰ-1 0. 098 0. 069 0. 072 0. 105 0. 018 0. 037 - 0. 079

Ⅰ-2 0. 110 0. 003 0. 108 0. 022 0. 121 0. 123 0. 025 0. 030

Ⅰ-3 0. 075 0. 020 0. 057 0. 049 0. 073 0. 062 0. 074 0. 093

Ⅰ-4 0. 072 0. 010 0. 074 0. 054 0. 058 0. 051 0. 055 0. 067

Ⅰ-5 0. 106 0. 007 0. 092 0. 061 0. 074 0. 057 0. 050 0. 052

Ⅰ-6 0. 286 0. 022 0. 304 0. 166 0. 220 0. 189 0. 196 0. 163

Ⅱ-1 0. 011 0. 005 0. 004 0. 017 0. 014 0. 011 0. 011 0. 020

Ⅱ-2 0. 038 0. 034 0. 012 0. 022 0. 044 0. 042 0. 014 0. 029

Ⅱ-3 0. 018 0. 014 0. 001 0. 013 0. 117 0. 125 - 0. 099

Ⅲ 0. 018 0. 035 0. 011 0. 008 0. 038 0. 019 0. 049 0. 061

注: “ - ”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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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驱动, 在Ⅱ区的 3 个水资源分区中(表 3), 社会经济因子同样占有较高影响, 尤其是粮食产量。 总体而

言, 自然地理因子在Ⅰ区对 LUCC 影响较大, 而在Ⅱ区和Ⅲ区, 社会经济因子更为显著; 同时, 社会经济因

子影响力在Ⅱ区和Ⅲ区不同年份之间波动剧烈, 而在Ⅰ区则呈逐年下降趋势。

3. 3　 黄河水源涵养区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未来模拟与预测

3. 3. 1　 模型模拟精度验证

利用地理探测器的各驱动因子对 LUCC 的解释力, 结合 CA-Markov 模型对研究区 LUCC 进行模拟和预

测。 利用模拟和实际的土地利用数据计算 Kappa 指数(K), 当 K > 0. 75 时, 通常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可靠

性[42]。 模型识别期和验证期 K 分别为 0. 88 和 0. 93, 表明基于地理探测器和 CA-Markov 模型耦合模拟的空间

分布结果是合理的, 但无论是识别期还是验证期, 模拟的土地利用类型相对于实际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布更加

集中(图 6)。 进一步将各土地类型的模拟面积与 2015 年、 2020 年的实际面积进行比较(图 6(e)), 2 期土地

利用模拟面积精度均大于 83% , 未利用土地是模拟精度最高的土地利用类型, 其次是草地和建设用地。

图 6　 黄河水源涵养区识别期和验证期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及相对误差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types and relative error in the identification period and verification period of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3. 3. 2　 未来 2025 年土地利用情景模拟

以 2020 年为预测基准期, 对研究区 2025 年自然发展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的土地利用进行预测。 在 2 种

情景下, 各地类未来空间分布格局相较于基准期总体变化较小, 且未来土地利用类型仍然以草地、 耕地和林

地为主, 但不同地类的面积增减变化方向和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图 7)。 具体而言, 在自然发展情景下, 草地

和未利用土地面积减少, 主要集中分布在Ⅰ区, 其中Ⅰ-4 区的草地面积减少比例最大(13. 4% ); 耕地、 林

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其中耕地增加主要在Ⅱ区, 尤其是Ⅱ-1 区(19. 7% )。 在生态保护情景下, 研究区

的林地、 草地和水域面积增长, 尤其是Ⅰ-5 区的草地面积增加比例最大(6. 1% ); 耕地面积在所有分区上均

减少, Ⅰ-5 区减少面积比例最大(6. 0% )。 总体而言, 在生态保护情景下, 黄河水源涵养区的耕地和建设用

地的发展将受到限制, 生态用地面积将得到保障, 生态环境将持续改善。
黄河水源涵养区未来地类转移特征如图 8 所示。 研究区在 2 种情景下均以林-草-耕地间的转变为主, 自

然发展情景倾向于耕地的扩增, 生态保护情景则偏向于增加草地面积。 草地向未利用土地的转变在自然发展

情景下呈现草地退化趋势, 在生态保护情景下以草地面积增加为主。 具体到分区尺度, Ⅰ区在自然发展情景

下, 地类转移较活跃, 草地普遍转向耕地, 例如, 在Ⅰ-3 区和Ⅰ-4 区, 草地流失面积分别为 268 km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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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黄河水源涵养区 2025 年 2 种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及面积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types and areas under two different scenarios in 2025 in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491 km2; 在生态保护情景下, Ⅰ区的耕地和未利用土地转为草地, 特别是在Ⅰ-5 区。 在Ⅱ区土地利用变化

中, 自然发展情景导致耕地和建设用地增加, 林草地减少; 而在生态保护情景下则呈现耕地减少、 林草地增

加的趋势, 其中Ⅱ-2 区一直保持耕地减少和林草地增加的状态。 对于Ⅲ区, 仍是自然情景下耕地增加显著,
在生态保护情景下, 耕地减少、 林草地增加。

图 8　 黄河水源涵养区 2025 年 2 种发展情景的土地利用转移比例弦图

Fig. 8 Land use transfer ratio chord diagram for two development scenarios in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in 2025

4　 结　 　 论

本文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为导向, 将秦岭和六盘山所在的渭河南部山区流域和伊

洛河流域共同纳入黄河水源涵养区, 以“演变规律-驱动机制-未来预测”为主线对黄河水源涵养区及分区

LUCC 进行定量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1) 近 30 余年, 黄河水源涵养区及分区的土地利用结构总体上未发生根本改变, 草地、 耕地、 林地是

最主要的 3 种地类, 草地广泛分布在Ⅰ区(黄河上游水源区), 耕地主要分布在Ⅱ区(渭河南山区)和Ⅲ区(伊
洛河区), 林地主要分布在Ⅰ区北部、 Ⅱ区南部和Ⅲ区西部。 全区从 2000s 后呈现退耕还林还草和建设用地

快速增长的 2 条主线变化趋势, 但在Ⅰ区存在草地退化趋势。
(2) 自然地理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共同驱动黄河水源涵养区 LUCC, 全区 LUCC 主要受到粮食产量、 高

程和人口密度驱动, Ⅰ区、 Ⅱ区和Ⅲ区 LUCC 的主导驱动因素分别是高程、 人口密度和粮食产量。 Ⅰ区自然

地理因子的解释力呈波动增强趋势, 社会经济因子的解释力呈减弱态势, 应高度重视未来气候变化可能造成

的影响, 而在Ⅱ区和Ⅲ区的 2 类驱动力总体上均呈增强趋势, 需要更加注重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协同驱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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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3) 在自然发展情景下, 2025 年的草地减少, 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预示生态用地的面积受到城

市化发展和耕地扩张的挤压, 将导致区域生态压力增加、 生态空间减少, 不利于黄河水源涵养区的生态服务

供给; 在生态保护情景下, 2025 年的耕地和建设用地扩张将受到约束, 能够保障生态用地面积以支撑黄河

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和水源涵养功能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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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future patterns of land use changes in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LIANG Kang 1, GONG Li 1,2, SONG Xiaoqing 2, ZHANG Yongyong 1, LIU Changming1

(1.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Cycle and Related Land Surface Processes,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Investigating historical and future land use / land cover change ( LUC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ater
conservation zone of the Yellow River is important for protecting soil and water resour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maintaining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s. In the study area and three major subareas (Ⅰ: Upper Yellow River water
source area; Ⅱ: Southern Weihe River mountainous area; Ⅲ: Yiluo River area), based on land cover product
data from 1990 to 2020, a transfer matrix, Geodetector, and CA- Markov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UCC to detect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predict future spatial patterns (202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ince the 2000s, LUCC in the study area and subareas experienced two main trends: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land and grassland and rapid growth of construction land. LUCC in the whole area was mainly driven
by food production, eleva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while the dominant drivers of LUCC in Subareas Ⅰ, Ⅱ and
Ⅲ were elevatio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food production, respectively. Under the future ecological protection
scenario, compared to those under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scenario, the expansion of farm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will be constrained, and the area of ecological land can be better safeguarded to support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such as water conservation.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tion; land use / land cover change; Geodetector; CA-Markov model;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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